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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水为本位：对“土地史观”的反思
与“新水域史”的提出
　
徐　斌

摘　要：在传统史学叙述中，“水”只是土地的附庸，这种叙事方式统治着现当代史学研
究，其根源则在于传统史料的记载主要涉及鱼课和水上社会秩序两个层面的内容，显示出
国家及士人阶层对于水上社会的关照面。水上活动人群具有较强的流动性，这既表现在
他们的劳动作业等方面，也体现在他们较之于种植农民而更为频繁地在体制内外之间的
流动，以及作为水上人与上岸定居者的身份意义上的流动。因而，“新水域史”的达致，不
仅需要转换研究理念，也有赖于民间历史文献的发掘与整理。
关键词：以水为本位；新水域史；中心与边缘；土地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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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随着海洋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不断突出，人们逐渐将目光从陆地移向海
洋，海洋史研究成了学界日益瞩目之热点，进而形成了以海洋为本位的“新海洋史”研究理
路。“新海洋史”主张从海洋活动群体的角度观察思考问题，而不是站在陆地上看海洋，因
而转变了以往的海洋历史只是陆地历史在海洋空间的延伸这一研究指向①。可以说，“新
海洋史”的提出，其意义不仅限于研究视阈的转换，更是在方法及认识的框架中革新了传
统的海洋史研究。
不过，由于“新海洋史”针对的是以陆地为本位，并依此构建起世界历史学科框架的

“陆地史观”，这一对话面的设立，使得“新海洋史”不可避免地将“陆地”视为一个整体，无
形中忽略了陆地上本身就拥有复杂多变的自然地貌。平原、山川等多样的自然地貌孕育
出纷繁复杂、性格迥异的社会文化形态，如长江流域等广大南方地区河流纵横，更有众多
的湖泊群等大型淡水水域，在这些水面上生活着从事捕捞的渔民、承担运输的船户等众多
群体，甚至还有靠抢掠来往商船为生的江湖盗等边缘人群，因其迥异于岸上居民的日常生
计手段，水上活动人群有着自己的人际交往模式、社会网络、群体组织形式、权力关系等，
从而呈现出一种区别于土地上的社会形态。在以土地为依托、以种植农业为根本的传统
农耕文明中，人们同样习惯于从土地的角度观察这些水域。因此，“新海洋史”针对的所谓
“陆地史观”实质上是指“土地史观”。进而言之，为体现“新海洋史”之初衷，更好的做法似
乎是进一步扩展其内涵与外延，针对以往“土地”本位的研究传统，形成一种以水为本位，
涵盖河湖水域与海洋的“新水域史”研究范式。鉴于目前学界对“新海洋史”有所了解，本
文主要从内陆淡水水域的角度，浅述笔者对于“新水域史”的认识，以期抛砖引玉，对这一
研究领域的深化有所助益。

①夏继果．“新海洋史”悄然兴起．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５－０７－２０，（３）；新近的研究可参见：斯波义信．東イニト会社と
アシアの海賊．东京：勉诚出版，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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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史观”下的水域史

传统海洋史的研究只是“海洋周边陆地史”，这一认识在“新海洋史”的强调下已渐为人知，相较之
下，处于类似境地的有关内陆地区水域史研究却甚少有人提及。当我们换一种眼光审视时，同样会发现
在传统史学叙述中，“水”只是土地的附庸，内陆地区的水域以及水域上生活的人群通常是与土地或者生
活于土地上的人群发生关联时才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中，比方说有关水利的讨论一般是与土地耕作相结
合，水灾的成因则是由于冲毁了农田屋舍，以及危及岸上居民的生命安全，等等。这种叙事方式隐晦难
察，不仅统治着现当代史学研究，而且悠远流长，频繁出现于历史记载之中。
中国内陆地区的大型水域，以长江流域，尤其是中下游地区的湖泊群最为集中。学界对于长江中下

游开发历程的研究由来已久，成果汗牛充栋，在这些研究中，所谓“开发”，相当程度上体现在对河湖水域
的利用之上，其中，利用程度最高的方式就是围垦这些水域。传统的论断中，将水域围垦成田，以增加可
耕土地的数量是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表现，诸如对以圩田开发为背景的“苏湖熟，天下足”①，
以及以垸田开发为背景的“湖广熟，天下足”等讨论②，均反映出这一倾向。以长江中游的垸田开发为
例，学者们指出本地区围垦水面的活动在宋代已见端倪，明清两代，围垦湖地的活动则以兴修垸田的形
式蓬勃发展：洪武至成化初是汉水下游平原、洞庭湖地区垸田的初兴阶段；从成化年间开始，兴筑活动迅
速发展；在经历了明清之际战乱的破坏之后，康熙、雍正年间，垸田逐步恢复，并在数量与规模上超过了
明代；乾隆时期，垸田实际上已臻于饱和；嘉庆、道光之后，垸田围垦恶性膨胀，大量的湖泊渐次被垦为桑
田③。与之相关的对过度围垦水域的反思，则主要侧重于围垸的发展使得江湖关系发生演变以至洪涝
灾害频发，危及岸上居民生命安全，以及对农业生产造成破坏④。
由于这些讨论本身就是将垸田作为研究对象，以至于难以避免地从土地与农耕的立场上进行考察，

这一点无可厚非，亦甚为重要⑤，不过，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些土地都是由水域演变而来的话，那么从“水”
本身思考水域，甚至从“水”的角度去考察这些围垦而成的土地则会带来完全不同的观感，比如说进一步
追问人们围垦水面的动因何在，更会明白在官方意志、利益选择、文化心理等因素的影响下传统时期人
们对于土地有着强烈的诉求，使得研究者同样只是采用了“土地史观”的研究立场。

至于对河湖水域本身的研究，则仍难以摆脱“土地史观”的束缚，如依附于土地所有权研究的有关山
泽私有化问题的讨论。学者们指出，秦汉以来，山林川泽皆为封建国家所有，至晋犹然；自晋室南渡后，

大量北方士族举族南迁，使江南人口骤然增长，由于原居此地的南方士族、豪强地主等自孙吴以来便已
占据了大量的平原熟地，而且相比于北方地区，更由于南方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山林川泽所占的比
例甚大，平地数量有限，所以，各种势力争夺土地的主要目标，便由传统的平原熟地转向山林川泽；为此，

政府颁布了对之进行限制的法令，这种以限代禁的做法在历史上第一次对私家占有山泽给予了法律上
的承认⑥。诚如唐长孺先生所言，南朝私家封固山水并非单纯的征税，还具有开发山林、种植竹木杂果
与修建渔场的经营方式⑦，因此，山泽私有化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此一地区开发的深入，并
为唐宋时期经济重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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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马湘泳．江浙海塘与太湖地区经济发展．中国农史，１９８７，（３）：３８－４４．
参见：张建民．“湖广熟，天下足”述论：兼及明清时期长江沿岸的米粮流通．中国农史，１９８７，（４）：５４－６１；张家炎．明清长江三角洲地
区与两湖平原农村经济结构演变探异：从“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中国农史，１９９６，（３）：６２－６９；等．
参见：彭雨新、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１８４－１９５；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
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４３８－４４６．
有关两湖地区垸田开发及环境演变的研究可参见：张家炎．十年两湖地区暨江汉平原明清经济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
１９９７，（１）：３４－３９；周荣．本地利益与全局话语———晚清、民国天门县历编水利案牍解读．历史人类学学刊，２００７，５（１）：１０９－１３６；邓永
飞．近代洞庭湖区的湖田围垦与水利纠纷———以沅江白水浃闸堤案为例．历史人类学学刊，２００７，５（１）：１３７－１７６．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认识都曾是笔者开展相关研究的出发点，也多遵循这一研究理路并认同乃至阐发上述观点，所以，笔者充分
肯定这一研究理路的意义及诸多区域史研究者在这方面的贡献，只是试图说明笔者已经认识到它存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此之外
还有别的研究路径。
李埏、武建国．中国古代土地国有制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１５０－１５３．
唐长孺．南朝的屯、邸、别墅及山泽占领／／唐长孺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２６２－２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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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说法，需要反思的是秦汉至晋的各代王朝对于山林川泽的所有权是否落到了实处，更须重
加审视的是，这种国家所有的观念是否为强加于世代衣食仰给于斯的原住居民身上之物，以及江南地区
的水上活动人群、山民又是如何应对东晋南朝时期来自于北方士族对山泽的占有。简言之，就是需要补
充从水上活动人群或是山民的角度去观察理解的维度，而非单向度地从王朝国家和土地的立场上思考
问题。
当然，这似乎有苛求研究者之嫌，因为他们所依据的传统文献便是如此记载的。检视官方的各类文

献记载，可以发现宋辽金之前甚少记载，自宋辽金始，对于水域及水上活动人群的记载渐多，且主要集中
于两点：一是有关税课额的记载，如《大明会典》①等官方文献汇编及相关州县的地方志，均是以征收鱼
课的名目数量作为关乎水上世界的主要记载对象。这些记载显示，与农耕社会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宋辽
金以前各代大抵对水域社会并未太多瞩目，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显然与以农为本是历代王朝的核心统
治理念相关。即使在有较多渔业记载的明清两代，如朱元璋时期对鱼课空前重视，纵使如此，亦仅仅停
留于增加和保持国家收入的财政意义之上，其时同样有为保证农业收入而免征鱼课的作为，如华容县：
“安津、蔡田、田家诸湖，洪武中革税，弛之民溉田”②。清廷推行“凡零星土地可以开垦者，听民开垦，免
其升科”的措施，强调的仍是以田地垦辟为解决国计民生的唯一手段③。
二是关于江湖盗的打击与防御，著者如在官方的相关文献记载中称之为“湖贼”、“湖寇”、“水寇”、

“水贼”的南宋钟相、杨幺起义，就是以洞庭湖地区为根据地，以水战为核心，通过战船、水寨等设施来抵
御官军的围剿④。其主要原因在于与耕作土地的人们相比，水上活动人群有着较强的流动性，常常溢出
官府的控制范围⑤，为了强化统治，消解这些不安因素成了官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之一。
毫无疑问，这类文献反映的是官方对待水上活动人群的政治态度，政治领域的表现则有其深厚的文

化根源，文人的笔下便经常地流露出这种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偏见。以较多描述渔民生活的诗词为例，这
些诗词中渔民的形象大概有如下两种：一类是对“独钓寒江雪”式渔人隐士的浪漫主义想象⑥；一类是卫
道士式的批评，如“谁道渔村风俗好，如花少女卖鱼虾”等对渔妇抛头露面行为的鄙夷。很显然，这些诗
词多反映的是作为儒家学者的诗人们想象中的渔业与渔民形象，都含有一定的真实成分，前者对渔人隐
士的浪漫主义想象，与流动的水上人不易控制的特点相契合，后者则道出了渔业与商品经济间的天然亲
近感。然而，诗词中所流露出的与现实生活中的水域社会之间的疏离感同样显而易见，其产生正是由于
文人们秉持着以土地为依托，以种植农业为根本的意识形态与文化心理。即使是为数甚少的较为贴近
渔民真实生活状况的诗词，如“儿女全家生计俱，水作良田当膏腴”等⑦，也是将之与土地相比拟，以此获
取对其的认知。

于是乎，正如许倬云先生所言：“华夏世界始终自居为文化共同体的核心，主要在于北方发展了中国
的书写文字系统……终究因为北方的文字记录占了主流的优势，竟可以说北方垄断了书写历史的权力，

南方遂始终只能落在次要的位置。”⑧其中，北方地区以农耕为主要生计手段，这种观念便一直主宰着历
史的书写。在山林川泽所占比例甚大的南方地区，同为种植农业的水田稻作相对容易地融入到北方文
化体系之中，成了农耕世界的组成部分，与之相比，水上居民、山民则因其独特的谋生方式，加之因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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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五·鱼课：卷３６／／申时行．大明会典．扬州：广陵书社，２００７：６６９－６８１．
陈仕元．华容县水利论／／艺文志：卷１４上／／孙炳煜．华容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１１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
社，１９９１：４４６．
彭雨新，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１９２．
吴智和．明代的江湖盗．明史研究专刊（台湾），１９７８，１：１０７－１３７；杨国安，徐斌．江湖盗、水保甲与明清两湖水上社会控制．明代研究
（台湾），２０１３，１７：１２１－１５３．
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在对东南亚山区的研究中，同样揭示了山民具有强烈的流动性，以逃离国家的统治，见Ｊａｍｅｓ　Ｃ．Ｓｃｏｔｔ，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Ｎｏｔ　Ｂｅ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ｅｄ：Ａｎ　Ａｎａｒｃｈｉｓ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Ｕｐｌ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Ｎｅｗ　ｈｅａｖｅｎ：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
台湾学者吴智和先生曾在《明代渔户与养殖事业》一文中辟出专节讨论“渔隐”现象，不过吴先生似将其作为历史事实加以描述。
吴智和．明代渔户与养殖事业．明史研究专刊，１９７９，２：１０９－１６４．
黄玉辉．马昌湖打鱼歌／／艺文志上·诗：卷２０／／史致谟．潜江县志续／／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第４６册．南京：江苏古籍
出版社，１９９１：６０９．
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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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动性而难以统治，故而导致其在历史书写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影响延绵至今。

二、“新水域史”的可能形态

那么，如何做到站在水域和水上活动人群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呢？某种程度上，描述渔隐的诗词的
确把握住了水上活动人群最为显著的特点，即由于不同于岸上的农耕定居作业形态，他们具有较强的流
动性。因此，对于水域社会的实质进行把握，当从其流动性开始。
在通常意义上讲，因统治成本较低之故，各代王朝多采取“画地为牢”的统治手段与形式，将人民固

定于土地之上。这种传统统治形态的国家政权对于流动的水上活动人群则颇显无奈，江湖盗等边缘人
群的猖獗，正是得益于流动性强，加之有水面的辽阔、水域间的通达等便利条件，如长江中游地区“盗水
居者以湖为宅，船为马，自洞庭至彭蠡，一舴艋桡檝数十，瞬而至阳逻”①。
不过，真正以抢掠为生的职业盗匪毕竟只有少数，如隆庆《岳州府志》所云“（华容县）惟九都滨湖，民

或为盗焉”②，大多数的江湖盗只是偶尔为之的普通水上活动人群。而且，正如钟相、杨幺起义所显示的
那样，当王朝政权试图建立和稳固在湖泊众多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统治时，便无可避免地要逐渐重视对
水上活动人群的控制，如果此时的这些人仍旧经常脱离于官府控制的话，自然仍会被视作为“盗”。所
以，是否被视为“盗”，除了对社会正常秩序产生影响这一判断标准之外，是否进入到编户齐民的体系之
内，接受国家的统治则是另一项重要标准。

由于历史时期的水上活动人群以从事捕捞业的渔民为主③，王朝政权开始建立并加强对水上活动
人群控制的过程便与征收鱼课相表里，可以说征收鱼课既是这一控制的结果，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控
制的手段。以长江中游地区为例，按《文献通考》记载：
太宗淳化元年，诏诸处鱼池旧皆省司管，系与民争利，非朕素怀，自今应池塘河湖鱼鸭之类，任民采

取，如经市货卖，乃收税。先时，淮南、江浙、荆湖、广南、福建当僭伪之时，应江湖及池潭陂塘聚鱼之处皆
纳官钱，或令人户占卖输课，或官遣吏主持，帝闻其弊，诏除之④。
这段记载较早记录了本地区征收鱼课之事，可知五代十国时期，割据此地的南楚马氏政权已有征收

鱼税之举；赵宋初期，本地因马氏之遗政而继续征收，但不久之后的太宗淳化年间，就不再征收渔业的生
产税，替之以“经市货卖”的商品税，似乎是在说淳化之后的有宋一代并未征收鱼课，然在嘉定八年
（１２１６），知汉阳军的宋儒黄榦曾有“欲以湖北路诸州所管鱼湖所收课利，尽行蠲免，应湖北所产鱼蚌之
属，听贫民从便采取，主家不得执占”之念⑤，知其时荆湖北路诸州仍有鱼课之征，或许，此当为宋室南渡
之后，尤其是绍兴年间岳飞复襄阳六郡及平定钟相、杨幺之后的举措亦未可知。
另据学者考证，元代长江中游地区已有河泊所之设，鱼课的征收更形明朗，明初朱元璋则进一步将

这一制度向全国推行，而且地处长江中游的湖广是明代全国河泊所设置最早、亦是最多的布政司。明正
统以后，各处河泊所渐行裁革，至清康熙年间，长江中游地区的河泊所几乎裁撤殆尽，不过鱼课作为各色
课程中之一种而与整个明清时代相始终⑥。
以上乃是本地区征收鱼课的大致历史过程，而官府征收鱼课的行为，则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水域社

会的实际面貌。从渔民的角度讲，通过缴纳鱼课，许多渔民进入到国家体系之中，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已
经实际占有了输课水面。五代十国时期“或令人户占卖输课”，南宋时期黄榦希望“主家不得执占”等，反
映的正是湖主阶层的出现，明清时期，本地湖区众多宗族更是声称祖先在元末明初或明洪武间“插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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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志·风俗：卷１／／王凤仪．黄冈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第１６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４８．
职方考·风俗：卷７／／钟崇文．岳州府志．刻本，１５６７－１５７２（明隆庆间）．
历史时期水上活动人群众多，如船户、渡夫等，对于这些人群，笔者将专文进行讨论。
征榷考六·杂征敛（山泽津渡）：卷１９／／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１８６．
与漕司论放鱼利事：卷２８／／黄幹．勉斋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别集类：第１１６８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３０６．
中村治兵衛．中國漁業史の研究．東京：刀水書房，１９９５：１１２；张建民．明代湖北的鱼贡鱼课与渔业．江汉论坛，１９９８，（５）：４５－４９；尹玲
玲．明代的渔政制度及其变迁———以机构设置沿革为例．上海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３，（１）：９６－１０３；徐斌．明代河泊所的变迁与渔户管
理———以湖广地区为中心．江汉论坛２００８，（１２）：８４－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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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落居于此，而且历来“割草取鱼，还县纳赋”，以此说明本族占有水面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湖主阶层的出现，尤其是明清时期渔户家族的形成，显示出这些水面所有者大多已上岸定居，嘉靖

《大冶县志》便说，“鱼利悉专河泊，环湖而居者，可得而渔，亦业甲类也。”①所谓“业甲”，是指明廷为了有
效地完成鱼课征收工作而对渔户所进行的编排，亦用来指称编入甲内之各业户。业甲的编排与土地上
所编立的里甲有相似之处，更多的则是因为“水”本身的特殊性而具有的相异之处，与此同时，也使得水
域社会有着自身的发展逻辑。
按照河泊所赤历甲册的记载②，业甲通常也编有十甲，一甲之中的多户渔户都在同一处“子池”上作

业纳课。所谓“子池”，是与“官水”相对之概念，二者因应着水域季节性涨落而产生，即渔户“每当春夏，
驾船用网取鱼，名曰官水，相安无事。至秋冬之际，设栈取鱼，名曰子池”③。官水一般向该河泊所所有
渔户开放，子池则各有业户，并且子池有大有小，对于面积较大的子池来说，不便如田地那样分割成小
块、各归田户，在此状况下，只能由若干渔户共同拥有一片水域，从事渔业生产，河湖遂成为同甲业户之
“同业”，如湖北孝感县董湖“自明朝标业以来，为胡、杨、熊三姓所共有”④；又如黄梅龙感湖“自明代至民
国时期一直属毛、严、戢、高四大姓”⑤，黄冈《刘氏宗谱》更直言：“业甲者，业渔以供国赋也。甲有八，我
居其一，八家同业。”⑥无疑，在同一甲内数户“同业”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水上社会，必须更多些相互协作
的意识，方可避免滋生矛盾。
然而，“水无硬界”⑦，水域不同于土地，难以区分出较为清晰的界限，这也为某些强势渔民群体侵占

他人的水面提供了借口与便利，水面上蓄意越界捕捞的情况时有发生，为此，不同的渔民群体间时常产
生矛盾，甚而发生械斗等严重冲突。而且矛盾不止发生在不同渔民群体之间，因为水域具有可资捕捞、
灌溉、航运等多种的用途，各种不同职业群体之间同样冲突不断，从而造成了水域社会秩序经常处于调
适的状态之中。民谚有云“湖水多是非”⑧，反映的正是这种社会秩序的不稳定状况。
虽然大多渔户已经定居，不过渔民的捕捞作业仍须驾船出行，流动性仍然较之农民要强上许多。明

中期以后，越来越多的民众为规避繁重的赋役负担而脱离原来里甲系统时，渔户们更是借助于这种流动
性离开定居地点，前往别处谋生，隆庆《岳州府志》即云巴陵县“惟湖乡多北人，言语气质仍其本俗”⑨，嘉
靖《沔阳州志》也说“沔地洼泽钟，故岁恒凶，频歉少穰，故民恒瘠。然湖多易淤，土旷易垦，食物旋给，他
方之民萃焉，而江之右为甚”瑏瑠。
为了解决渔户逃亡问题，维持鱼课的征收，明廷曾多次新编渔户进行补充，据万历《大明会典》记载：

“景泰六年，令湖广等布政司，各委官取勘鱼户，凡新造有力之家，量船大小，定与课米，编入册内，以补死
绝业户课额……天顺元年，令各处河泊所业户逃亡事故者，有司查勘，以新增续置船只罾网，照名补
替。”瑏瑡与此同时，官府的这些举措导致了一些新的水上活动人群进入到国家体系之内，湖北沔阳《刘氏
宗谱》追溯了本族定居此地的历史时便说：“昔我祖之始来此土也，当明季开创之初……天顺朝始附籍纳
税，乃招集渔户而收其稞以自给。”瑏瑢

正如沔阳刘氏“乃招集渔户而收其稞以自给”所示，湖主阶层并不见得直接从事捕捞，劳动者可能另
有其人。宋儒黄榦总结荆湖北路诸州河湖水域的经营状况时，称：“湖北诸州湖地有系民户祖业者；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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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地志·山川·水：卷１／／赵鼐．大冶县志．刻本，１５４０（明嘉靖十九年）．
有关赤历甲册的讨论，可参见徐斌．明清河泊所赤历册研究———以湖北地区为中心．中国农史，２０１１，（２）：６５－７７．
湖北省大冶市档案馆藏珍贵档案．案卷号２．乾隆三十六年河泾湖界至湖课清册及华家湖课名册．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民事判决／／湖北省档案馆藏ＬＳ７－２－７７８．湖北省高等法院审理孝感县严乾三、杨明恕等确认湖泊
所有权案．
黄冈地区行政公署水产局．黄冈地区水产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１０７－１０９．
业甲序：卷首１／／黄冈刘氏宗谱．藜照堂刊本．１９４６．
建设志：卷２４／／大栎萧氏家乘全书／／湖北省档案馆藏ＬＳ７－２－７７９．湖北省高等法院审理天门严少陵、刘玉善等确认取鱼权利案
（１９４８）．
杂编下：卷１７／／汉川林氏宗谱．敦本堂刊本，１９１５．
职方考：卷７／／钟崇文．岳州府志．刻本，１５６７－１５７２（明隆庆间）．
食货·物产：志９／／曾储．沔阳州志．台北：台湾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５：２１８．
课程五·鱼课：卷３６／／申时行．大明会典．扬州：广陵书社，２００７：６８０－６８１．
恒产志：卷６４／／沔阳刘氏宗谱．刻本，１９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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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地，民户请佃多年者；有产业之家或自为主，或立年限租穙与人，而租穙之人为主者。每岁冬月采鱼，
湖主不得自采，皆是荆襄、淮西、江东、湖南诸处客人驾船载网，前来湖主家结立文约，采取鱼利，而与湖
主均分之。采鱼之人多是亡命不逞之徒，每遇采鱼，或其徒中自相攘夺，或主客之间互相争竞，大则贼
杀，小则斗伤。”①明人徐霞客同样发现：“（江西永兴县）又十五里，北过狼湖，乃山坞村居，非湖也，居民
尹姓有舡百艘，俱捕鱼湖襄间为业。”②这些记载说明，除了本地渔民之外，许多的水面上实际作业者来
自于外地，且会不时破坏正常的水域社会秩序，可知水域社会本身已形成为一个分层的、复杂的、流动的
社会形态。
因而，所谓水域社会强烈的流动性，不仅是指水上活动人群的劳动作业等方面具有的特性，而且还

体现在他们较之于种植农民而更为频繁地在体制内与外之间的流动，以及作为水上人与上岸定居者这
类身份意义上的流动性，等等诸多层面。

三、如何形成“新水域史”

通过对长江中游地区水域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简单梳理，本文试图说明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历史研究有赖于史料的支撑。对于水域史研究而言，通过对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进行重新解

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触摸到水域社会的本质，但是传世文献除了记载有失偏颇之外，更由于这些文献
并不真正关心水上活动人群的实际生活状况，导致了很多方面记载的缺失。所以若要落实“新水域史”
的研究，则须在充分掌握传世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族谱、碑刻、契约文书等散落在湖区民间的各类文献，
方才能够较为立体地呈现水域社会的实际面孔。在此还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这类民间文献产生于湖
主阶层，他们是进入国家统治体系内之人，位列水域社会之上层，因而对这类文献仍须明了其所处的
立场。
其二，“以水为本位”并非等同于“以水为中心”。无疑，历史的书写大多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了“中

心与边缘”的叙事方式，大者如人们通常遵从一种以文明中心的观念去构筑历史体系，在中国史研究中
即表现为以华夏农耕文明为中心的历史书写，等等。一方面，这一现象提醒着研究者们必须对自己所持
的立场保有足够的清醒，另一方面，如果为了破除其中一种“中心”的论述，而采用与之相反的以其“边
缘”为“中心”的做法，则会又将事情推向另一个极端。
例如围垸兴盛、水灾频发的清代江汉平原流传着“鱼贵米贱”、“鱼贱米贵”的民谚③，意指由于垸田

系水域围垦而成，肥沃异常，平年收获颇丰；当水灾来临时，渔业获得丰收，种植农业则会遭受打击。而
且本地民众谋生模式通常为“春水泛涨，农民迁近原隰耕垦，秋冬涸时迁近湖泊网罟以自给”④，这些民
谚反映了无论依水为生的水域社会，还是依土地而生的乡村社会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渔业与种植农业、
水上活动人群与岸上居民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实属一个整体。因而，无论是以土地为中
心，还是以水为中心，都无法进行完整地阐述。
所谓的“以水为本位”，其真实的含义应该是以水上活动人群为本位，透过他们的眼睛去探究水域社

会的内在运行机制。比方说，在国家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里，水域社会处于边缘地位，然而如果从水上
活动人群的角度出发，以上有关长江中游地区水域史的梳理，便表明了国家作为水域社会历史发展过程
中的参与主体之一，极大地影响与形塑了水域社会，在水上活动人群的世界中扮演着制度性力量的角
色，更是其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这种以人为本的史学研究似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中
心与边缘”的言说方式。
以水为本位的“新水域史”研究应当涵盖以上所讨论的内陆地区大型淡水水域，以及学界已然开始

·７２１·

①
②
③

④

与漕司论放鱼利事：卷２８／／黄幹．勉斋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别集类：第１１６８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３０６．
徐霞客．徐霞客游记：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１５５．
风土·风俗：卷２１／／剻正昌．江陵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第３１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６６．其载：“荆州
旧为鱼米之乡，方言云鱼贵则米贱，米贵则鱼贱”。
疆域志·风俗：卷６／／德廉．汉川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第９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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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新海洋史”讨论，然而并不是将二者简单地相加，便可以得出所谓的“新水域史”。内陆水域与海
洋间同样存在着联系，比方说在制度上，明帝国初期在广大南方推行的河泊所制度，便覆盖了河湖水域
以及沿海地区，那么，需要进一步考察两地之间在实施相同制度时有何异同，产生这种异同的机理何在
等问题；再者如在江浙地区“九姓渔民”中流传着他们是陈友谅部将后代的说法①，黄向春同样发现福建
地区的疍民有着类似的传说②，而且长江中游的湖北、江西等地更是陈友谅苦心经营的大本营，那么，这
一传说起源于何地，又是如何传播并为众多的水上人群所接受，等等，解决了这些疑问当可揭示出不同
水域间联系的机制③。
可见，“新水域史”的研究，有赖于从事内陆水域与海洋地区两方面研究的学者们在加强各自领域的

研究之上，进一步明晰二者间的联系，从而展示出一副“新水域史”研究的精美画面。

　　Ｗａｔｅｒ－ｂａｓ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ｎ“Ｌａｎｄ－ｂａｓｅｄ　Ｖｉｅｗ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ｉｓｅ　ｏｆ　Ｎｅｗ　Ｗａｔｅｒ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ＸＵ　Ｂｉｎ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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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据清人戴槃的《九姓渔船考》记载：“严郡之建德县，有所谓九姓渔船者，不知所自始，相传陈友谅明初抗师，其子孙九族贬入舟居，
以渔为生，改而业船。九姓则陈、钱、林、李、袁、孙、叶、许、何，原编伏、仁、义、礼、智、信、捕七字号，大小船只二千三十一号，男每
丁征银五分，妇每口征银四分一厘，建德收其赋。”转引自傅衣凌．《王阳明集》中的江西“九姓渔户”———附论江西九姓渔户与宸濠
之乱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６３，（１）：６３－６８．
黄向春．从疍民研究看中国民族史与族群研究的百年探索．广西民族研究，２００８，（４）：５５－６５．
近些年来，学界开始重视内陆水域的历史，如张小也从法律史的角度讨论湖北汈汊湖案中有关“业”的概念，梁洪生、刘诗古利用
在鄱阳湖地区发现的一批渔民文书，对该湖区的渔民社会进行了颇有新意的探讨，这些均显示出这一研究议题方兴未艾，因而，
本文在此时的提出适当其时，参见张小也．明清时期区域社会中的民事法秩序———以湖北汈汊黄氏的《湖案》为中心．中国社会科
学，２００５，（６）：１８９－２０１；梁洪生．捕捞权的争夺：“私业”、“官河”与“习惯”———对鄱阳湖区渔民历史文书的解读．清华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５）：４８－６０；刘诗古．明末以降鄱阳湖地区“水面权”之分化与转让———以“卖湖契”和“租湖字”为中心．清史研究
２０１５，（８）：６０－７３．


